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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存在多义性的语言符号。①它可以意指内涵

与外延具有多样性的分析性概念，也可以意指意图与主张相异的指导实践的发展理论和发展

方案，又可以意指对峙各方设计和执行的不同战略行为，还可以意指独立发展却产生广泛外

溢性效应的不同意识形态。在有关历史、现实、理论、政策、实践等牵连不同时空域的学术话

语中，②“现代化”概念的多义性问题尚未厘清，而学术话语对它的混淆使用已衍生出具有分歧

①	 本文对“语言符号”以及意指、能指、所指的使用基于索绪尔的界定和语言学理论。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② 本文对“话语”“话语事件”的使用以及话语分析方法的运用基于福柯的界定和相关研究，即关注概念及话语事件的
“弥散”（Dispersion）如何塑造社会与物质行动，进而塑造了物质世界。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
董树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年版；［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修订本），
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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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化既是发展战略、理论建设、政策实践、学术研究各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也是一

个存在多义性的语言符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探讨与唯物主义历史的

研究实践中，语言 / 概念与物质 / 物质行动、意识 / 思维共同构成一种辩证互动的认识机制。在

历史学者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现代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概念群以话语的形态，对于

中国近现代历史行动者之思维意识以及历史叙事之时空秩序，同样存在着语言 / 概念在历史唯

物主义中之“纠缠”作用的机制。我国的历史学研究亟需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从方

法论上明确概念的意义对历史秩序之形成及其在此秩序中的流布与延异，警惕由概念引导的融

贯性历史叙事，以避免循环论证的茕孑之境和再次陷入“头足倒置”的哲学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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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学术效应。一方面，作为学术话语，“现代化”的泛用推动了“进步”“发展”等理念的传

播和由“进步主义”“发展主义”思维主导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对欠发达、后殖民国家与社会

的政策性研究；另一方面，在针对历史——作为已发生的过去——进行的历史学研究，以及针

对现实与未来展开的发展理论、战略与政策性研究中，“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行动者所使用

的概念和作为一个分析人类历史状况的概念的差异性常常被忽略，形成不同意指的混用。后者

之所以值得分析和探讨，不仅仅在于它可能会混杂描述性的实然与批判性的应然，而且难以

不使人们担忧，黑格尔哲学“头足倒置”的历史观又会重新浮现：“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

都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

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①

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中语言之于物质 / 物质行动、意识 / 思维关系与作

用的探讨，②本文将通过捕捉 20 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和历史书写中“现代化”及以其接合（Ar-

ticulation）而构成的不同历史叙事的概念群，③考察物质 / 物质行动—语言 / 话语—意识 / 思维的

循环互动的结构如何同样存在于近世中国历史的唯物主义研究与现实世界，从而审视这样一

种学术现象，即一个概念群是如何不仅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更在历史和历史学的话语空间

流布与延异（La Différance），④并最终在历史学研究中形成一种悖论的循环论证。本文的探讨，

亦是尝试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展示一种“将中国现代化，将中国世界化”的研究路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3 页。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头足倒置”的批判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论证基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6 页、141—215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99—400 页、
794—795 页。

② 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语言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探求解脱“语言牢
笼”对历史研究的“束缚”等问题，笔者将在《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语言的“纠缠”作用》一文中详细论述。

③ “现代化”与“近代化”“进化”“进步”“革命”等词的差异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澄清“现代化”的范畴及其内涵、
外延亦是复履前辈。对于“现代化”概念的界定以及对“近代化”“进化”“进步”“革命”等词语的辨析工作，罗荣渠
先生已有夯实的论述，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版，第 4—26 页。“接合”（Articulation，亦译为“联结”），最早是马克思在分析不同生产模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使
用的术语。近来，这个术语已经被延伸用于分析其他社会力的连结问题上，参见周宪编著：《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14 页。拉克劳、墨菲在福柯的话语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分析性概念，参见

［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4—127 页。斯图亚特·霍尔将这一原则界定为对如下情况的解释，即解
释特定历史时刻的特定社会中的个体，是如何从某种文化中的支配力量那里夺回控制权的，是如何获得了他们自己的
生活以及对其社会集团中其他人的权威。接合导源于某些特定情况下和特殊时期诸多分离话语的逐渐聚合。这些话语
构成的“统合体”是不同的、相异的元素的接合，这些元素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重新接合。霍尔认为，接合理论既能
够理解意识形态元素如何在一定条件，以及某个论述内部统合的方式，同时也是质问这些意识形态元素在特定环节上，
成为或不成为某个政治主体接合的方式。也就是说，接合理论试图了解意识形态如何发现其主体，而不是主体如何认
定他自己的必然且不可避免的想法。参见周宪编著：《文化研究关键词》，第 13—17 页。除此之外，霍尔还尝试将“接
合”用于具体实践。在评论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范式时，他提出：“接合……非常有助于让我们去考虑如何将各种具体
的实践（这些实践接合的各种矛盾并不都源于同一基础、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放在一起来思考。”参见［英］斯图亚
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载黄卓越、［英］戴维·莫利主编：《斯图亚特·霍尔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22 年版，第 80—81 页。

④ 相较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异化”概念、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概念，并联系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延异”（la Différance）在此可以被称为词或语言在它自身的霸权之下发生的异化，此处
借用了德里达对这一概念的创制与解释，参见［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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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研究逃出“语言的牢笼”做初步的探索。①

一、历史唯物主义中语言的“纠缠”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语言的分析是在物质 / 物质行动与意识 / 思维的二元结构中展开的。在

他们的界定中，语言同时作为两者的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关系中占据着发挥关键功能

的地位。

1845 年秋至 1846 年 5 月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指出：“思想、

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

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

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②也就是说，“人

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想象、思维、精神由人的物质行动生产，政治、法

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精神生产在语言中表现。归根结底，“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

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③

除了强调上述物质 / 物质行动对于意识 / 思维、语言的决定性、第一性之外，马克思和恩

格斯还强调语言同样具有实践性、社会性、物质性：人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

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

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

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

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④意识 / 思维依赖于语言的表现，而语言同样能够

对人的“意识”施以“纠缠”的作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⑤《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奠

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在语言学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 1857 年 8 月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马克思具体说明了作为概念形态的

语言在物质 / 物质行动、意识 / 思维关系中的作用机制，即语言 / 概念对于意识 / 思维的精神

生产所具有的“纠缠”作用是如何发生的：

① 有学者尝试从文化研究、符号学的角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结合与对话、相互征用和借鉴，参见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杨建刚：《寻找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张力及其超越——斯
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学习与探索》2018 年第 9 期。而本文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视角，梳理马克思主
义对语言、语言功能、语言与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呈现其在本研究主题“语言 / 话语与历史研究”中所具
有的历史地位。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51—152 页。

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1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0—161 页。

⑤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5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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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

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

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

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

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

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

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①

实在主体独立于人的头脑之外。人对实在主体的认识、对世界的掌握，通过“思维着的”

头脑“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来实现。具体而言，头脑进行思维和理解的过程，就是将对世

界中存在的“整体”的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并生成“思想整体”，以这种方式掌握世界。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没有改变物质 / 物质行动对意识 / 思维的决定作用，即头脑进行思维和理解

的对象源自人对世界中实在主体的“直观和表象”。不过，他提出了“直观和表象”与“思想整体”

之间的一个中介——“概念”。“概念”呈现为语言，或者说概念由语言来呈现、构成。同语言、

名称一样，概念反映的是由人的物质活动、思维活动生成的经验。②可以说，在马克思看来，

语言对于意识 / 思维的“纠缠”，即是“概念”在头脑中、在意识 / 思维的活动过程中构成“思

想整体”的过程（见图 1）。

物质在人的头脑中被“改造”的过程，即意识 / 思维的过程。“物质的东西”在移入人脑

后至成为“观念”（即思想整体），要经过的中介就是由语言建构的符号——概念。1873 年，

在撰写《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时，马克思再次重申，思想整体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也

不是由形而上的观念产生。他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

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2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05 页。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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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他提出必须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观念的东西不外

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马克思逝世后，特别是 20 世纪初，关于语言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隐喻中的作用与

角色，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上层建筑、阶级意识、文化等概念展开论说，不仅产生了

主张不同的理论流派，而且这些弥散状态的话语事件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波澜起伏的革命实

践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在人种学、精神分析学的知识土壤上，一种新的知识型受逻辑哲学、

现象学的滋养而迅速发展。“语言”成为这个新的知识型成为一场话语事件不断弥散开来的原

点，颠覆了主体论、认识论哲学对人与世界、物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认识。“语言转向”的学

术积淀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语言 / 话语之于意识 / 思维的

关系形态，以及语言与社会、文化、教育、领导权的开放性的接合问题上，后马克思主义的

论述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对意识 / 思维“纠缠”作用的发展与补充。概念与话语具有

力量，它们通过思维 / 意识对物质 / 物质行动产生反作用。不过，需要澄清的是，如果仅仅将

理论的着眼点放于语言 / 话语—意识 / 思维的两元，弱化甚至忽视物质 / 物质行动的实践与实

际生活，片面强调语言 / 话语的能动性而忽视物质 / 物质行动对语言和意识的决定性，那么失

去“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既没有了“历史”也不再“唯物”。

二、“现代化”的多义性及混用

理解物质 / 物质行动—语言 / 话语—意识 / 思维的关系不能仅囿于哲学的反思，更要回到

语言 / 话语对意识 / 思维施以“纠缠”的历史实践与史学实践。与上文中指出的“现代化”在

学术话语中的各种情形相较，它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意指与使用同样复杂，大致可分为三

种：其一，作为存在于历史中的描述线性历史时间的形容词和意指鼎革时代各种变迁现象的名

词；其二，作为历史行动者观念意识中的一种时间秩序，并且重构了他们对未来展开想象的思

想空间；其三，作为一种规定性的概念、理论和研究范式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历史学者用以

标识可成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现象并依据此种理论规范重构史事。尽管对于这些弥散的话语事件

可以做出大致的区分，但事实上在每一种区分中、在每一个话语事件中，概念作为语言符号

的意旨具有多样性并常常被混同使用。

（一）作为时间名词“现代”的衍生词

“现代化”由最初作为时间、时期、时代等表示时间的词语“现代”衍生而来。在英文中，

早期 Modern（最接近的词源为法文 Moderne 和后期拉丁文 Modenus，最早词源为拉丁文 Modo，

意指此刻）的意涵接近 Contemporary，意指现在存在的事物或此时此刻。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

①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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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15 世纪“中世纪的”（Medieval）被定义，Modern 自 16 世纪末开始具有了更普遍的相对

历史意涵，即西方历史被划为古代、中世纪、现代。Modernism（现代主义）、Modernist（现代

主义者）与 Modernity（现代性）等词在 17、18 世纪相继出现。从 18 世纪开始，Modernize（动

词，中文译为“使现代化”）和 Modernization（名词，中文译为“现代化”），特别用来指涉建

筑物，在用于比较时具有负面意涵。从 19 世纪开始特别是在 20 世纪，Modern 的词义朝着正

面意涵演变，等同于“改善的”或“令人满意的”或“有效率的”；Modernize（使现代化）在

19 世纪中叶成为一个普遍的词。在 20 世纪，Modernize 和 Modernization 被普遍使用，与机制

（Institutions）、工业（Industry）有关，通常用来表示完全令人喜欢或满意的事物，并且暗示着

一些局部的改变，或是暗示对旧机制或体系的改善；而与此相较，Modern 并不具有这种意涵。

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的：“这些词汇成为一种特别的流行话语，词义变

化不定，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①

在汉语中，“现代”同样被用作指涉一般时间和特定时代的名词。《辞海》在对“现代”做

出的第一种解释中，将其作为一般的时间名词，指至目前为止的一段较长时间，如现代生活、

现代汉语。②不过，从词源来看，汉语自古就有“现”与“代”，但迟至 19 世纪末几乎不见二

字合并为一词使用的情况。就“现代”一词的意义组合而言，“现”字取《辞源》中“今时”

之意。“今时”源于佛家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说：“一世法中应有三世，……有作用时名为

现在，……若已生未已灭名现在。”此外，“现”字另有“显露”如“现身说法”，以及“实有的”

如“现境”之意。③在“现代”一词中，“代”字取《辞源》中“世代、时代”之意，如《论语》

中有“周监于二代”之说。此外，“代”亦有“更替”之意，指以此易彼，以后续前。④

“现代”一词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于中国人文字记录的知识领域，并且成为一个日常

用语和一种时间观念的常识？从目前资料来看，汉语中“现代”（中文繁体“現代”）一词最晚

于 20 世纪初，由日语“現代”翻译而来。1902 年 11 月 20 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一份启事，

介绍将于光绪二十九年 2 月至 6 月在日本大阪举办的第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情形，鼓励“大

清国”会馆公司和仕人绅商“如欲考察日木（本）制产之宏世界物质之盛者”积极参会。启事称，

“日本产业最高最备之状况呈现于本会”，因此观览者可“劳少而益多”地从此会上“觇日本之

开明查制产之情形”。除此之外，参会者还可乘坐火车参观“现代帝都东京”及日本其他城市，

“借知日本文明实况”。⑤这篇启事由日本“内国劝业博览会”刊登，其中描述东京为“现代帝都”，

或为近世中国由日文翻译“现代”一词较初之例。此次日本大阪“内国劝业博览会”意在成为“现

代”世界的一次主动的自我展示，呈现出“开明”“壮观”和进步的新形象。

①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354—355 页。

② 夏征农、陈至立编：《辞海》（第 6 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64 页。

③ 《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251 页。

④ 《辞源》（修订本），第 186 页。

⑤ 《大日本帝国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告白》，《大公报》（天津版）1902 年 11 月 20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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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天津《大公报》于 1903 年 3 月 24 日再次刊登直接译自日本《朝日新闻》的一篇报

道，全文转载日本高等女学校实施教育的新方案。其中提到，在对女学生进行“修身”教育时，

引用格言常语不必求多，而要务必“适切现代之时世生徒之境遇”。①“现代”一词在这里意指

当下社会的状况。直接从日文翻译并使用“现代”一词的状况，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报界持续

存在。1903 年 11 月 8 日，天津《大公报》以“译稿代论”的方式，刊登了“在法京日本法学

士立作太郎”撰写的《英法温交之原因》，中译文使用了“现代国民思想流行之大势”一说。②“现

代”意指“现在的时代”，即作为时间名词而出现。

除日本外，还有从欧美等西方世界直译“现代”的文例。《教育世界》于 1901 年 5 月在上

海创刊，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刊物，由罗振玉发起创办、王国维担任主编。1904 年第 82 期，该

刊刊发了“现代德国哲学大家温图氏”的肖像照片（图 2 左），并配以《温图小传》。③所谓“温

图氏”，即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实验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现代心理

学肇始于他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创办的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室，并由此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教育世界》在译介冯特及其思想学说时使用的“现代”一词乃译自西语。1905 年第 114 期，

该刊又在文首刊登了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包而生（Friedrich Paulsen，原文中被译为

“巴尔善”）的肖像（图 2 右），称其为“德国现代哲学大家”。④

       

自 1909 年开始至 1919 年，中国报刊中围绕“现代”的探讨，已然成为重要的话语事件。

其中既有通过外文翻译引介世界新知，也有在时代变革之际，中国知识界对“现代”的具有

“新”的内涵的物质生活、文化精神、社会人伦、政治经济的思考。⑤1919 年 8 月，《教育潮》

① 《日本高等女学校教育新旨趣》，《大公报》（天津版）1903 年 3 月 24 日第 1 版。

② 《英法温交之原因》，《大公报》（天津版）1903 年 11 月 8 日第 1 版。

③ 《现代德国哲学大家温图氏（照片）》《温图小传》，《教育世界》1904 年第 82 期（光绪三十年七月下旬第十四期）。

④ 《德国现代哲学大家巴尔善（照片）》，《教育世界》1905 年第 114 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下旬第二十二期）。

⑤ 近代报刊中在 1909 至 1919 年出现大量关于“现代”的文章，诸如《现代文明史》《日本现代名人克己之实例》《欧
洲现代立宪政况》《英国现代小说家》《现代之伦理学》《现代帝国军队的军官们》《现代德意志之军国主义与妥来起
克之学说》《土耳其之现代工业》《现代思潮》《现代心理学》《现代教育的趋势》《现代教育思潮》《现代智识阶级运
动与社会问题》《现代之社会与经济》《现代文明之弱点》《现代生活之研究》《现代青年之人格》《什么是现代的时代
精神》《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批判》《现代青年的病态与救治》《现代电器界之两大伟人》《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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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了汪馥泉的文章《什么是现代的时代精神？》，提出“现代的‘时代精神’是‘德莫克

拉西’”，引介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制度。①

汉语中“现代化”一词的出现是在“现代”之后。从《辞源》来看，“化”字有至少八种

释义。在“现代化”一词中，“化”采“变化、改变”之义，如《庄子·逍遥游》中“北冥有

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除此之外，“化”字还有“生、造化、自然界生成

万物的功能”，“死”，“融解、溶解”，“焚烧”，“习俗、风气”，“乞求、募化”等义。②20 世纪初，

“现代化”一词最初被使用，既不是对英文中动词性的 Modernize 的翻译，也不是对名词性的

Modernization 的翻译，而是对形容词性的 Modern 的直译，意为“现代的”。③也就是说，这一

时期“现代化”与“现代”在汉语中的差异不大，都是被作为“现代”这个名词的表示时间的

形容词来使用的。

《辞海》对“现代”的第二种解释是按照唯物主义史学特别是“革命史范式”提出的，特

指帝国主义存在和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④依此标准，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被

视为世界现代历史的开端；1919 年的五四运动或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现代史

的开端。尽管“现代”的时代标准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但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中“现代”的时代所指和价值内涵仍略有不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

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⑤马克思对“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批判，建立在将德国的经济、

政治、社会、思想与英国、法国所代表的“现代国家”对立比较的基础之上。对德国而言，“现

代国家”仍然处于“彼岸世界”，德国的国家制度仍然是“现代国家的未完成”，德国的政治

状况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德国

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⑥这一时期的德国在政治上为“半

封建的国家”，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要待到 1848 年欧洲革命之后才开始

高涨。直至 1869 年后，德国才“终于有了世界贸易，有了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

级……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⑦

“现代”不仅仅是一个标示时间的名词，它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意指。在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述中，它是针对资产阶级革命与蒸汽机和机器的使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

致使欧洲各国历史发展出现相对性的一种说明。“现代的欧洲民族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是

① 汪馥泉：《什么是现代的时代精神？》，《教育潮》1919 年第 3 期。

② 《辞源》（修订本），第 452 页。

③ 创刊于印度的《世界月报》在 1911 年第 1 期刊登了一篇介绍巴勒斯坦现代农业的图文，标题和图片说明均同时使
用中英文双语。其中一幅图片的说明为 “A Modern Arab Farm in the Haifa District of Palestine, Owned by Haj Taher Bey 
Karaman”。在中文说明中，“A Modern Arab Farm” 被翻译为“现代化的亚拉伯农场”。

④ 夏征农、陈至立编：《辞海》（第 6 版缩印本），第 2064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2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3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9、3、11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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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 15 世纪下半叶以来依靠市民打败封建贵族权力的君主国里发展起来的。①在“现代”，国

家“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②而“封建”则是被它推翻的代表着落后、封闭、愚昧的

对立面。

此外，作为一个语言符号，它还意指一整套关于欧洲历史新阶段——资本主义时代，以

资本和劳动关系为核心的“全部现代社会体系”③：大规模使用机器的大工业生产（“现代大工

业”“现代生产力”“现代工业”“现代的工业劳动”），新的经济关系（“现代生产关系”“现代

的资本压迫”），革新的国家制度（“现代的代议制”“现代的国家政权”），新的阶级分层（“现

代资产者”“现代资产阶级”“现代的工人”“现代工人阶级”“现代的无产者”“现代的无产阶级”），

新的社会关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线性历史的新阶段（“现代历史的进程”）。④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书写中，“现代社会”即指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现代”

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同名词。1886 年 1 月，费边社的一位领导人爱·皮斯（Edward R. Pease）请

求恩格斯为费边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恩格斯在回信中写

道：“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

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

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⑤也就是说，恩格斯拒绝在针对欧洲历史所做的实证

研究基础上，扩大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非资本主义社会”论述的普遍适用性。

此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述中，极少出现的“现代化”一词，也并不具有单独的名词

意义，而是在中文“现代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现代化的

资本家”作为“古典的资本家”的对立面，用以描述二者对于资本积累的不同态度。⑥

（二）重构人的时间秩序与思想空间

在历史的时空中，“现代化”不仅作为线性时间秩序中象征未来的一种符号而存在，它还

与“世界”一道被引介，重构近世国人的思想空间，被历史行动者想象、言说，表现为各种思

想、观念，并通过付诸实践而成为物质行动。

当一个社会文化中的词语经由翻译被引介入另一个社会时，除了作为一种衍指符号在异

质文化之间产生意义链，⑦依照胡塞尔的现象学，我们或许还能就意义产生的过程进一步指出，

对新词的翻译依赖先前的文化经验，人的意识又构造了其对意向对象的体验。这种体验就包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842—84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5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9 页。

④ 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量使用了“现代”以及“现代的”。参见《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
版社 1997 年版，第 28、29、33、34、36、38、5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82 页。

⑥ 《资本论》第 1 卷，第 685 页。

⑦ 关于衍指符号（The Super-sign），参见［美］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
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10—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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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对新词的知觉感，人不仅重构了现在，而且重构了过去和未来。①具体于Modern一词而言，

更为特殊的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表示时间的形容词，通过“现代”这个汉语新词而重构了近世

国人对历史的时间观念的统觉。

在从日文、西文将“现代”一词直译进入汉语后，与“现代”相连的对于历史的时代观念，

也一同被引介入国人的话语。1904 年 10 月 2 日，天津《大公报》头版文章开篇即言：“先哲恒

言鉴往事示将来史家之天职也报章为现代之史鉴往事示将来不得谓非吾侪之天职矣。”②在近世

中国，报章本为西方世界的舶来物。此文中“报章为现代之史”的说法，同样源自西方。如天

津《大公报》1905 年 6 月 3 日头版首篇《华字汇报缘起》明确写道：“从来强国势者在乎民开

民智者在乎报……西哲有言报纸者现代之历史又曰报纸为国民之师皆阅历之谈也”。③自佛教

传入后，“现代”的时代观再次从日本、西方被引介，塑造了中国人“现代”的历史观和时代

体验。“过去”与“未来”不再是前生和后世。“历史”的时间被缩短，在报纸以日更新的时间

尺度之下，“过去”与“未来”的差异甚至缩短到昨日与明天。历史不再悬搁于子孙之间、朝

代更替，而是日日之新的“现代”。④

国人所谈论的报纸关于“现代”的记载之于未来的“历史”意义，恰恰是与“现代”一词

同时自西方引介而来。也就是说，“现代”在话语层面不仅与“未来”在历史秩序上构成一种

时间上的连续，而且“现代”作为一种经由译介而生成的符号，同对“西方”“文化”“文明”“经

济学”“经济思想史”“教育思潮”等与其一道被译介的物质与知识的想象，紧密接合在一起。

这些概念对生活于、正视于一个新世界的近世国人的意识与思维的“纠缠”，便是它们构筑了

近世国人对“世界”展开想象的物质空间与知识空间。换句话说，“现代”给国人带来的不仅

仅是一种历史的时间秩序，还有对自身之外的由物质与知识构成的一个新“世界”的空间性想

象，此二者构成了“现代”这一语言符号的“所指”。“现代”不仅成为近世国人知识型中的核

心概念，它还作为一个话语事件在近世中国不断弥散开来，形塑了近世国人对世界的认知与

想象。

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关于“现代化的中国”的探讨更多地出现于报刊，涉及了在社会与

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西交流愈益繁盛之时，关于人生、政治、社会甚至宗教

信仰不得不随时事而变的论说与态度。⑤不难发现，与前一时期“现代化”对应于 Modern 的

表示时间的形容词性不同，这一时期“现代化”的意义开始对应于形容词 Modernized，作为英

① ［美］达格芬·弗罗斯达尔：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论终极辩护》，戴潘译，郑晓松、成素梅校，《哲学分析》2010 年第 2 期。

② 《论立宪政体必与国会相维持》，《大公报》（天津版）1904 年 10 月 2 日第 1 版。

③ 《华字汇报缘起》，《大公报》（天津版）1905 年 6 月 3 日第 1 版。

④ 1915 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现代十大家文钞》，在世名家王湘绮、章太炎、章炳麟、刘师培等被收录在内。1926 年
何子恒在《学灯》撰文《十个英国现代哲学家》。民国时期秀宝石印局出版了《西洋现代史大纲》。北京法政大学、北
京大学开设的课程亦以“现代”命名，刊印“现代经济思想史”“现代经济学”“现代教育思潮”等课程讲义。1915 年
9 月 15 日《新青年》第 1 卷第 1 号上刊登陈独秀翻译的法国历史学家薛纽伯（C. Seignobos）撰写的《现代文明史》。

⑤ 例如恩召：《现代化的宗教信仰》，《循道季刊》192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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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动词 Modernize 的过去分词形式，中文直译为“现代化了的”。“化”字对应于汉语中“变化、

改变”之意，呈现出鼎革之际人对于“变”的体认。几乎与此同时，中文“摩登”一词，则开

始作为对应英文 Modern 的形容词性的翻译，被译为“近代”，与“现代的”同义、互用。①

1928 年 2 月 2 日由上海中央日报社编辑发行的《中央日报特刊》，第一个栏目题为“摩登”，

主要分为创作、论著、译述等部分。除摩登外，该刊还有文艺思想特刊、艺术运动、经济、国

际事情等栏目。创刊号首篇为田汉所撰的《摩登宣言》，誓以“摩登精神为新时代的先声”，彰

显出创刊主旨。田汉将英语 Modern 音译为“摩登”。“摩登”为汉语旧有之词，词源为佛教《楞

严经》中女子姓氏，自明清以来又混有了对女性的道德性批判之义。不过，这都不妨碍田汉决

意为它重定新义。与“五四时代”将“现代的精神”想象为“德莫克拉西”不同，田汉将“摩

登精神”阐释为“自由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此文篇幅短小，但精悍有力地向时人呈现出一

幅“摩登之世”的镜像，特此全文摘录如下： 

摩登者西文“近代”Modern 的译音也。

欧洲现代语中以摩登一语之涵义最为伟大广泛

而富于魔力。 

吾人今日所享受者莫不为摩登的产物，吾人日

日所利用者为摩登物质文明，所钻研者为摩登科学，

所组织者为摩登思想，所欣赏者为摩登文艺，所晋

接者为摩登男女，乃至国家与国家相杀，民族与民

族相杀，政派为政派相杀，阶级与阶级相杀。其使

用者又皆为摩登战术，摩登武器。

居摩登之世而摩登者无不昌，不摩登者无不亡，

伟哉摩登之威力也。

中国国民党者摩登国民运动，摩登革命精神之

产物也。国民党之存亡亦观其能摩登与否为断。励

精图治真能以国民之痛痒为痛痒，所谓摩登之国民

党也。反此则谓之“不摩登”，或谓之腐化恶化，自

速其亡耳。

摩登之发刊本摩登精神以为新时代的先声。摩

登精神者自由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也。

① 李欧梵谈到了“摩登”与英文 Modern（法文 Moderne）的音译关系，以及摩登所含有的“新奇和时髦”之意。参见［美］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5 页。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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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摩登之天职更有大于此者，将细意地研究摩登的思想问题，更不断地发表摩登的

戏曲诗歌小说。

摩登者现代青年之梦乡 Dreamland 也。①

田汉自西文音译的“摩登”，显然与译自佛典作为女性人物姓氏的“摩登”和自明清以

来含有对女性的道德批判意味的“摩登”不同。他在此文中试图赋予“摩登”以欧洲现代语

Modern 中所蕴含的“最为伟大广泛而富于魔力”的意义，并以“雄鸡”的形象彰显“摩登”

符号所蕴含的“自由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犹如“雄鸡一唱天下白”般，让“摩登”的精神

充填“现代青年之梦乡”。这幅“雄鸡图”（图 3）被赋名《摩登“Modern”》并置于《摩登宣言》

之侧，由朝日、坚石、雄鸡以及中文“摩登”和英文“Modern”五个要素由下而上构成。从落

款“悲鸿”和“寿昌”的印章来看，图画部分为徐悲鸿所作，中文“摩登”和英文“Modern”

由田汉手书。此图反复出现于《中央日报特刊》第 1 卷、第 2 卷各期“摩登”栏目首页右上角处，

已然成为该栏目的精神画像。②在“现代—摩登‘Modern’—‘雄鸡’”三者之间构成一组意义链，

它彰显并且引导“吾人”共同想象关于“现代”这一“新时代”的精神图像。这一精神图像恰

恰存在于这一时期国人通过对西语“Modern”和西方“自由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的译介，围

绕着“现代”而建构起来的思想空间的一隅。

思想与物质的西潮翻涌不息。尽管田汉力主新义，但不出两年，他早有警觉且批判的“腐

化恶化”的预言不幸成为事实。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摩登”终究成为十里洋场的标签，逐

渐被趋离于“现代”和“现代化”，并最终被全然解构。③

在近世中国，几乎与“现代”一道，“进化”与“进步”（大多通过日语）也是译介自西

方的对于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种陈述，它们迥异于传统中国“吾以观复”、循环更替的自

然观和历史观。对于这些与“现代化”紧密关联的概念群，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不是它们如

何被译介，而是它们如何从一种对于历史的描述，经由在不同历史文化的语境中流布、延异，

最终竟成为描述历史的一种知识型？这种知识型隐匿于语言，作为历史学者与历史、历史遗

迹之间的象征秩序，进入历史学者的无意识。在不同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可以喻之以“梦”的

历史书写中，历史学者如何以拉康（Jacques Lacan）所界定的无意识的形式，在这种知识型的

统摄之下，从被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称作“死的”历史中抽离出“活的”历史的碎片，

并将其归档、重组，进而论证衍生出此种知识型的概念与历史本身之间具有融贯性（Consisten-

① 《摩登宣言》，《中央日报特刊》1928 年 2 月 2 日第 1 期。

② 《摩登》由田汉主办，为国民党机关党报的第一份文艺副刊。从 1928 年 2 月 2 日第 1 期开始，于 1928 年 3 月 13 日停刊，
共创办 24 期。自《中央日报特刊》第 3 卷开始，不再设“摩登”栏目，各栏目改设为文艺思想特刊、文艺战线、艺术
运动、国际事情特刊、经济特刊；第 4、5 卷各栏目改设为文艺战线、海啸、文艺思想特刊、艺术运动、国际事情特刊、
经济特刊、一周间的大事。

③ 鞠辛陆： 《“摩登”变奏：南国社〈摩登〉副刊及〈摩登〉月刊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学院， 2022 年，第 8—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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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①正如在此提问的关键之处不在于“问”，而在于此问所预设的是一种已被确定之“题”，

“问”只是服务于“题”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如果历史研究从对衍生自历史的一个概念的

论证而开启，那么尽管它尝试实证性地重返历史以获取论据，也只不过是一种从概念出发的

循环论证，至多从抽象回到了具体。既要求得“论证”的成功，又要避免陷入黑格尔“头足倒置”

的陷阱，这是唯物主义历史学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 19 世纪后半叶被相继

提出，并于 1900 年前后被引介到中文世界。由此，在近世中国，坚船利炮成为对“物竞天择”

的世界法则的说明，“进步”是贴在西方世界强权上的标签，“进化”的隐喻成为效仿西方的驱

动力。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筹划下，192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②

对于这一时代的国人而言，自然进化之适者生存的规律，显然可以成为“种族”与“国民”生

存的一种喻解；③“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断语，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

会的现在、说明了历史的未来，而且揭示出革命的路径不仅适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

的斗争，还能够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东方”从隶属于“西方”的境地

中解脱出来。④

李大钊在 1924 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学与

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李大钊看来，“国民的生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今日史学所

研究的主要问题”。⑤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不能说不能为演绎的推理的论究，即设

某种假设，在其假设之下看如何进行。此种研究法，亦非不可试行于史学。”⑥中国史学要从“事

实的研究”、“再现”的描述、“艺术的作品”，走向“推理的研究”，探明“因果关系”，进而成

为“历史科学”：

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倾，一方欲把事实

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

① 汉娜·阿伦特对“现代观念”中的“融贯性”（Consistency）问题进行了批判。她指出，现代观念习惯于认为“意义包
含在过程之中，个别事件从作为整体的过程中获得可理解性”。然而，“融贯性”这一现代观念的内在思维，不过是“偏
执狂避难所”，“或通常用来证明上帝存在”。因为人们的行动可以以任何一种假设为基础，在融贯性思维这种假设基础
上对行动推演，从而使假设变真、成为实际实在的“客观”的真实，而且最终将在现实中造成意义和“有用”的一系
列结果。于是，“最初仅仅是个假设，可以被实际的事情证实或证伪的东西，在融贯行动的推演中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
反驳的事实。”具体于历史学研究而言，她指出：“历史学家在回顾历史过程时，已经十分习惯于发现‘客观的’，独立
于行动者目的和意图的意义，而在他试图洞悉某些客观趋势的过程中很容易对实际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随着世
界异化的不断加深，现代导向了这样一种境况，就是人不论往何处去，遇到的都只是他自己。”参见［美］汉娜·阿伦
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3—85 页。

② 关于达尔文《物种起源》以及《共产党宣言》经由日本的译介及知识传播的情况，参见［日］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
史的表与里》，袁广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5—128 页。

③ ［日］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第 71—91 页。

④ 《共产党宣言》，第 27、32 页。

⑤ 李大钊：《史学要论》，长沙：岳麓书社 2013 年版，第 16 页。

⑥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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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由第一点去看，可说史学到某种程度其研究

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

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由第二点去看，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

学全无异趣。实在说起来，所谓事实的组成描出，即在他种科学，亦须作此类的工夫到

某种程度……①

李大钊虽然先是主张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即“人事的生成发展”，但在论证中却

将归纳法与传统史学以叙事重构史实的方式相比较，说明前者的“科学”性。很难说他不分“演

绎”与“归纳”的方法逻辑，此种置换更可能是有意避免陷入“论从史出”与“以论代史”的

论争。他在方法上将史学与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科学等同，提出“历史科学”的目的：

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成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

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

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②

特别是对“马克思一派”的“唯物论的历史观”，他称之为使西方史学终能够“在科学上

得有相当的位置”之大成者。③

受康德以来西方史学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

孔德（Auguste Comte）、维科（Giambattista Vico）以及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影响，④李大钊在此书

中倡导“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现代历史观，意在将其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以期

“吾人对于史实的知识与喻解，日在发展中，日在进步中”：

进化论的历史观，修正了退落说的历史观；社会的历史观，修正了英雄的历史观；

经济的历史观，修正了政治的历史观；科学的历史观，修正了神学的历史观。⑤

从上述这些诞生于西方的“现代的史学”的典范中，他抽取出了现代史观的一种具体形态。

“现代”的历史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融贯于同一历史叙事，书写于同一文本：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 17—18 页。

②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 18 页。

③ 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介绍：“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
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
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
理法。”参见李大钊：《史学要论》，第 54—55 页。

④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 50—55 页。

⑤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 3—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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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史学告诉我们以有生命的历史不是这些过去的纪录。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

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

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

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

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一个进步的世界观。①

他希冀在“进步的世界”中，用现代史学“进步的世界观”向中国人播种“乐天努进的人

生观”，相信“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

界”。 ②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现代”的确因“进步”而滋生。例如，恩格斯在《自然

辩证法》中使用的“现代”，其意义便是相较于西欧封建时期的“近代”而言的。他将欧洲的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作为“现代”的开端，并称其为“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在恩格斯的语言中，“现代”意指有着更进步的生产力的“资产

阶级的现代统治”时期。③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现代化”除了作为对应Modern和Modernized的形容词使用之外，

作为名词性的“现代化”也开始出现。④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以“中国的现代化”为题的讨论，

在思想上承续了自洋务运动以来至 20 世纪 20 年代间国人关于“中体西用”与“欧化”“西化”

的东西文化之争。至 20 世纪 40 年代，围绕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中国文化出路、“农

化”与“工化”的讨论继续生发出来，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各种思想流

派和政治派别的代表在这场“现代化”的词的流布中相互冲撞。⑤

（三）历史书写的概念、范式与理论

作为名词的“现代化”被概念化，成为各式各样的理论。它们不仅使对于历史的理解、对

于由现代化历史范式的秩序而推演出的“未来”具有了规定性，而且使“历史的未来”具有了

“多样的必然性”。作为历史观和历史研究的范式，“现代化”这个核心词“接合”了革命、进

化、进步、发展等描述历史形态的概念群，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科学、技

术、心理等人类活动域的概念群。围绕着“现代化”与这些概念群的接合，历史学者试图重构

出一种对民族国家作为整体而言具有解释性的普遍的历史，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现代化研

究范式，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了多样化的历史发展叙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界定的“现代”时期之初，欧洲思想家便已经开始探讨、批判资本主义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 78—79 页。

②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 7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847 页。

④ 如“现代化的设备”“现代化之窑业机构”“现代化的中国国防军”“现代化住宅”等。从“全国报刊索引”等中国旧报
刊数据库检索结果中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现代化”一词的数量较前期激增。

⑤ 关于时期划分和这几次争论，参见罗荣渠先生为《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取向和发展道路
论争文选》（罗荣渠主编，合肥：黄山书社 2008 年版）所写的代序《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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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与未来发展。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现

代化研究从这些理论的探讨中生成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

阵营之间的“冷战”以及对第三世界的争夺促使“现代化理论”在美国迅猛发展，现代化研究

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从一种学术界的探讨变为受政府赞助的“冷战”政治工具。①

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影响并参与制定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

展”政策，将“现代化理论”视作应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手段和策略。西方现代化理论

者持有的“革命”“现代”“现代化”等概念，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革命”以及其著

作中作为形容词使用的“现代”和“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述中，革命酝酿和诞生

于“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时代，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化要求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

有之间存在根本性矛盾。西方现代化理论者提出的“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路径，恰恰是对“革

命”和“阶级斗争”的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发展方案，其目的在于同社会主义阵营争夺对第三世

界的控制权。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一书中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做出了回应，并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自

由文化和复利（Compound Interest）而非阶级斗争，能够最好地服务于现代化的是计划式资本

主义和对外援助而非社会革命。②

在研究现代化理论并将其用于指导美国外交政策实践的同时，这些社会科学家自身也成

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撑者和追随者。事实上，如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所言，“所有

国家都要经历一组共同的演进阶段的思想，以及历史发展能够被加速的思想，固然也同样深

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图景当中。”③“冷战知识分子”不只存在于资本主义阵营并催

生着政治权力运用“现代化理论”对第三世界的改造，政治超越于哲学、艺术、文学、科学之

上，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对整个世界进行切割。在 1965 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中，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反思了 20 世纪 50 年代欧洲共产党受苏联式意识形态“主宰”

的状况：“用一句挖苦的话来概括，那时只是漫无边际地挥舞‘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

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④

在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研究中，“革命”既是一个被学者们广泛使用的分析性概念和研究

范式，也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面相——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由“不断革命

论”衍变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所指导的“文化大革命”。当然，“革命”也并非

其中唯一的旋律。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工业化”“现

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实际践履。有鉴于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不少西方

和海外学者率先在革命范式的历史叙事之外，用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范式来审视近现代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第 27—39 页。

② 转引自［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0—72 页。

③ ［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文版序言”，第 V 页。

④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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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变迁。①

现代化理论者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把现代化的发展视作人类社会的规律——它意味着

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社会、思

想、文化、心理各方面的巨大变迁。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在西方学界开始受到

批判。例如，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脱离了欧洲起源、割断了现代性与韦伯所谓西方理性主义

历史语境之后的现代化理论，把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看作是“独立发展的”“自足发展的”，“现

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制定规范。这便澄清了现代那高度敏感的‘自我理解’，

以及直到我们的时代仍在不停地努力‘确证’其自我的动力”。②

与此同时，把现代化理论作为历史学分析框架的做法，也遭到了历史学家们的批评：一种

反驳的意见针对现代化研究者对历史发展进步性所持有的信念；另一种批评意见则针对现代化

研究者对历史发展一致性、定向性所持有的信念，以及对历史所施以的那种具有融贯性的宏

观叙述。批评者反对将现代化理论强加于历史之上的“主宰式”的叙述，认为这忽略了现代

化的消极方面，并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批判其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紧密联系。③面对

来自实践和理论的各种质疑，现代化研究很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理论上的自我修正与变

革，并接合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积极发展主义理论及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继续衍

生出多个流派和类别。④

改革开放初期，不断走出国门访学进修的中国学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些现代化研究和理

论发展的新迹象。罗荣渠先生曾回忆：“（20 世纪 80 年代几次出国访问）使我对世界史的研究

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对我的现代世界意识的形成和新的历史发展观的形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

响。”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自民国时期由严复开创的译介西学的潮流再次掀起

①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些著述被陆续翻译为中文，例如［美］C.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刘东校，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美］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
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3 页。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波普尔已对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且“有一条历史进步规律”的历史主义社会理论进行了批评，参见［英］卡尔·波
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 1 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7 页。

③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5—206 页。

④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第 39—48 页。除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现代化”
理论亦被认为是一整套由政府来制定和实践的面向未来的发展方案。李欧梵对 Svetlana Boym 的著作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中第二章观点进行的引述，并提出现代化是政府的政策或社会实践，而现代性则是对“现代化”的多种反
应和态度。参见［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 343 页。在 2010 年出
版的《辞海》中，“现代化”被界定为“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并给出了发达社会的标志和标准。

“现代化”之所以能够作为一套被制定的“发展方案”或一组“过程和目标”，存在这样一个潜在的假设，即人类的历
史趋势是普遍的即未来是一元的；在线性历史秩序中，“进步”是由历史到未来的一种应然的形态。这些属于未来学和
政治学的研究范畴。

⑤ 在自述中，罗荣渠先生回忆并总结道，受普林斯顿大学布莱克（Cyril E.Black）教授及其研究中国现代化课题组成员的
“新的启示”，“我从基本理论入手，根据马克思逝世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发展进程的丰富经验，按马克思本来的构思，提
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初步形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基本架构；运用新的发展观，探索了
两个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全球发展趋势；特别是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放在世界大变革的背景中进行了新的研究，对旧的
理论、方法与结论都有所突破。对我自己来说，也完全突破年轻时代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幼稚想法，认识到现代生产
力的大发展才是现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

“罗荣渠自述（代前言）”，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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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浪潮。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方法很快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的学术取向。①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史学界尝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并形成了研究中国近现

代史的“现代化研究范式”。②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和以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

历史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③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在争论中迅速拓展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叙事中

的学术领地。④不过，以现代化的研究范式研究中国历史，用经济的、物质的、生产力的因素

来解释中国“外源性”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仍然囿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解释体系，且不说其中

所包含的话语的权力性问题，其自身就存在许多无法自洽的矛盾论断。⑤有学者指出，这种乐

观主义的现代化史学不但浸染着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以美国

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可效仿的典范。这种历史叙事将“革命”视为中国自晚清、民

国以来于西方文明影响下开启的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中断。⑥

进入 21 世纪，在历史研究的视野中，作为研究范式的“革命”与“现代化”不再是非此

即彼的关系。学者们开始探讨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历史要素和话语的“革命”与“现

代化”，并尝试建构起可以包容革命与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一种类似于一体二元的解释框

架。⑦他们或提出一种革命与现代化二元互动的关系，解释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目

标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张力，并用“革命的现代化”（Revolutionary Modernization）解释毛泽东对

革命与现代化认识的深层逻辑；⑧或以置换美国学者亨廷顿所界定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

论中的“革命”概念的方式，在革命与现代性之间建构起一种“正—反—合”的辩证发展图景，

并用毛泽东从未使用过的“现代性”一词来解释他如何“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⑨不过，

“二元”的历史叙事仍然没能解决“革命”与“现代化”概念自身的多义性与混淆使用的问题。

上述这番现代化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范式的学术变迁，代表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中国历史学界“眼光向外”的一种知识选择的主观倾向，即直接从西方引进或间接通过被译

① ［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总序”，第 1 页。

② 代表性研究包括罗荣渠：《略论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与终极原因的内在联系》，《历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罗荣渠：《现
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 年第 8 期；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
会科学》1988 年第 1 期。

③ 如［美］C.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

④ 对于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论争，参见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

⑤ 例如，罗荣渠先生曾指出：“一个国家（社会）的技术装备、发明与生产品愈多，它的物质文化的装备和积累就愈大，
与此同时，它的新的文化积累也增长得更快。”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第
127 页。不过，这在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世以来遭受批判与复兴的历史事实上，似乎是无效的。

⑥ Huaiyin Li, “From Revolution to Modernization: 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Reform Era”, 
History and Theory, Vol.49, No.3, pp.336-360.

⑦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⑧ Jeremy Brown,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

⑨ 张明：《“革命的现代性”：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现代哲学》201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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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到中国的西方学术著述汲取新知。①此外，学术话语的变迁、“现代”“现代化”词语在近世

中国历史中的流布，同近世国人的时间秩序与思想空间的重构相纠缠，在历史—物质 / 物质行

动—语言 / 话语—意识 / 思维—语言 / 话语—作为历史书写的“历史”之间呈现出一种循环论证。

“现代化”的话语从最初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在历史的时空中不断被延异、重塑并成为各

式理论。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在指导人们的物质行动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中被

不断陈述。话语事件不断弥散并进入历史学领域，成为一种主导历史学者历史叙事的知识型。

“历史”最终被塞进了学术概念、理论和话语的紧身衣，无论是多线还是单线，历史都只是一

元的。

三、“将中国现代化，将中国世界化”研究路径初探

概念具有多义性，话语具有时代性。在历史的时间秩序中，以概念为核心的话语在形式

上不断凝聚、成型并且成为谱系，在历史的空间中流布，却难以逃脱自身不断延异的命运。

词——在意义之网上不断滑坠着，不仅隶属于同一词的不同意义在话语中为“适用权”相互

竞争，在时间中有的消逝、有的因混杂性（Hybridity）②而新生；而且在不同的场域被贴满标签：

它既是历史中的存在，又可以成为文化中的现象、学术中的符号、政治中的旗帜。于是，在历

史的时空中，概念作为同一个语言符号出现于文本中时，每一次的意指逐渐由单数变为复数，

概念的多种意义被混同使用、被混淆理解，甚至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循

环论证。概念无法从它的源生之处、在自身的内部论证自身。如果我们不将“解构”标示为

理论姿态、政治立场、哲学观念，而是限于德里达的界定即“另一种表述方式”，那么在解构

的意义层面上，历史学的任务或许首先是去耙梳词语如何流布、延异但同时又成为规范和“概

念”甚至获取了“霸权”。③也就是说，要摆脱语言的“牢笼”，首先要认识它，分清其交错缠

结的形态，并识别其中可能存在的悖论。

“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西方

学界，目的论、进步观、现代性遭受哲学家质疑，以理论对历史施加主宰式叙述的“现代化”

也受到批判，被史家摒弃。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也扔了出去一样，作为历史本相的现代化，亦

①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② 混杂性（Hybridity）一词借用巴赫金的界定。巴赫金在《对话的想象》中指出：“混杂性是在同一种语言的限度内所表
达的两种话语的混杂，是时代、社会差别和一些其他因素分割开来、在同一种表述中相遇的两种不同的语言意识。”参
见汪安民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修订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3 页。

③ “霸权”（Hegemony）一词以隐喻的方式借用了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使用，意指在学术域中，某一个词成为概念，
其内涵与外延在时间秩序中随着被不同学术域接受、借用而不断拓展，并最终在学术话语中成为核心词、获得更具普
遍适用性的支配地位，从而趋离了既有的占支配地位的分析概念，构建了一种针对研究对象的新的占据支配地位的认
识方式。参见葛兰西：《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载《葛兰西文选（1916—1935）》，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6—251 页；［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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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历史行动者对“现代”的想象、论说和求索也一同被忽视了。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不由疾呼，尽管已经证明了现代化的模式应用于非西方世界是不适当的，但是“各

种不同的社会都曾采纳了西方的现代性的某些方面，但并没有全盘采纳它们，而是把他们嵌

入了自己本土的文化之中”。①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资本、商品、人员、文化符号在全球的流通（Circulation）②与混杂，

现代的特性和现代的发展方式亦通过“语言”和“概念”的翻译、引介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与

意识，塑造着人们的历史观念，影响着人们的物质行动。近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受到两大潮流

的裹挟：一是将中国现代化的浪潮；二是将中国世界化的浪潮。这种互动既有器物层面，也有

制度层面，更有思想、观念、精神及行为的层面。③鉴于此，在部分审视与反思传统现代化理

论研究者以概念融贯历史书写、循环论证的悖论后，本文尝试提出“将中国现代化，将中国世

界化”的一种研究路径，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多层次的历史要素和图景置于长时段的历史时空

语境下，探讨个人、决策群体、民族、国家等诸多历史行动者对现代、现代化的想象与追寻，

即他们如何想象、言说、以实践追寻和创造“现代”。

“将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不是把现代化理论和线性历史发展观套用在中国历史上，

而是将这些言说、想象注入历史的本相。在坚持物质与行动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概念、话

语以及知识的流布，关注中国近代以来的士人精英如何认识、想象、建构“现代”的形象，并

在行动上如何践履目标。与现代化理论的另一点显著不同是，这一研究视角关注以现代化为目

标、为想象的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中国近现代知识精英的主动性、能动性，特别是他们在这些

言说、想象、追寻中的争论与拣择。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现代、现代化如何被定义，又如何

变迁？不同主张之间的争论与冲突是如何发生的，妥协又是如何发生的？“至道无难，唯嫌拣

择”。这些争论与拣择虽然反映了他们在知识上的局限与欠缺，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

看，历史的拐点也正因此而促生。

关注“选择”，也意味着必然要关注“选项”之所以形成及其来源的“他者”。这一他者

不仅仅是外部世界，还有作为历史的、过去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近世中国无论在哪个层次

向着“现代”方向的探索，与他者都不无关系。在国人对“现代”的想象和实践中，“现代化”

的他者始终是重要的参照系。对他者的想象及与他者的互动，成为塑造中国国家身份和民族国

家建构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④例如，国人有关民族地位、国家属性及国际社会政治平等参与

①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第 205—206 页。

② Fa-ti Fan, “The Global Tur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6, No.2, 2012, pp.249-258.

③ 金耀基依据汤因比“文化的反射律”之说，具有启发性地提出分析中国现代化的三个层次：器物技能层次（Technical 
Level）、制度层次（Institutional Level）和思想行为层次（Behavioral Level）。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1—137 页。

④ 关于他者形象与国家身份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观点，参见王立新：《我们是谁？威尔逊、一战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
《历史研究》2009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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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等现代性意识的确立，与在现代国际关系下，作为自在民族与他者相互碰撞交往并逐渐

形成自为民族的过程也是分不开的。①这就需要将分析框架转至另一个向度——“将中国世界

化”。“将中国世界化”的研究视角最初由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提出。②他提出了“将

中国史带入世界，同时将世界带入中国史中”的主张，这固然是针对“欧洲中心主义”和“从

内部研究中国历史”的思维，但德里克更关注“将中国世界化”的结果：随着全球化或者由它

所产生的全球性的实现，造成了“发展主义”成为占有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后者“不仅是

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塑形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回应”。③

在“将中国现代化，将中国世界化”的这一两向交织的分析路径中，近世中国不仅在回应，

它还在“对现代想象、言说与追寻”；不仅仅是对世界做出“回应”，更多的是互视与互动；“现

代”不仅是由欧洲资本主义带来的，还包括对中国自身过去历史的镜鉴和对未来的想象；“欧

洲资本主义”不仅包括资本、商品、人员、知识，还有语言、概念、思想、认识方式。也就是

说，影响了近代中国人对现代的想象、言说与追寻的，不仅仅是欧洲或资本主义，它还包括

作为过去自我镜鉴的中国的历史，以及被全球化浪潮裹挟的代表着“现代”的文化符号、“现代”

的发展方式以及“现代”的思维方式。在这其中，“发展”“发展主义”“进步”成为居于核心

地位的信仰、认识方式和思维逻辑。正是这种认识与思维方式，而并非仅仅是物质、技术、人

员、资本，混杂入中国近世历史的脉络之中。

关于近世中国历史的“现代化”的研究，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在历史唯物主义中

的“纠缠”作用的论述，在物质 / 物质行动—语言 / 话语—意识 / 思维的逻辑链条的循环与交

错互动中，仍有诸多问题需要继续探讨。在物质、知识（技术与科学）、人员、资本、文化符

号随全球化浪潮而流通的过程中，它们所裹挟的“现代”的观念是如何被论说、被选择、被接

受、被质疑、被改造，最终具有了中国的本土特色并不断与世界混杂？对“世界”，这一时期

的中国人有了怎样多元的认识和进行描述的概念与话语，又怎样反作用于同世界的交往和对

世界的创造？“将中国现代化，将中国世界化”研究视角的搭建就是上述这样一种尝试。“将

中国现代化，将中国世界化”是一条两向交织的研究路径，二者向度不同，但不可分割。

总之，就历史学领域的“现代化”研究而言，首要任务或需真正从历史中的物质 / 物质行

动出发，重视并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纠缠”作用的理论，在批

判的基础上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实践中的经验，识别并反思“语言的牢

笼”。对于历史学者而言，逃出“语言牢笼”或需首先明晰地确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历史秩序

的关系，耙梳作为语言符号的概念如何在由其自身“纠缠”作用形成的历史秩序观念中流布与

① 杨奎松：《鬼子来了：现代中国之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代序”，第 vi—vii 页。

② 尽管阿里夫·德里克同样对“现代化”分析范式表示不满，甚至断言：“全球化已经代替了现代化成为描述现代变迁的
新范式，对目的论的质疑也日益凸显了出来。”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董一格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4 页。

③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第 3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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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异，揭示各个时代不同知识型对意识的挟持，并时刻警惕诞生于“现代”的“融贯性”思维

将历史书写困囿于从概念到概念循环论的茕孑之境和“头足倒置”的哲学陷阱。

（责任编辑    王京京）

A Historiographical Trace of the Concept, Discourse 
and Analytical Paradigm of “Modernization”

Zhang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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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both a core concept i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ory construction, policy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and a linguistic signifier with multiple meanings. In Marx and Engels’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language or concept, 

together with matter or material action and consciousness or thought, constitute a dialectical and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understanding.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y historical scholars, “modernization” 

and its associated conceptual clusters, in the form of discourses, also play a role of “entanglement” of 

language or concept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actor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temporal order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to clarify 

methodologically,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ignificance of concepts for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order and their circulation and differance within this order, and in doing so we need to guard 

against concept-guided coherent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to avoid the all-encompassing situation of 

circular argumentation and the philosophical trap of turning everything up side down again.

Key Words: Languag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lysemy of Modernity; Modernizing Chin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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